
维埃政权的合法性。
( 2) 苏联制度供给过剩反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则表现为“强国家 － 弱社会”的客观事实，而国

家权力过于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又表现为公共权力的不可约束性。在苏联，公共权力的不可约束性受惠

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执掌政权的苏联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个先锋队是以人民利益为重，

并会自觉为人民谋幸福的，因而它没有必要受到约束，有约束反而会束缚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这在理论上是合理的，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 不受约束和监督导致

了政治上的不负责任的“乱作为”现象，即使官员们犯了错误，只要目的高尚，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所谓

“目的高尚”便成了免责的通行证。这在表面上保护了官员和公共权力，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实

际上在削弱着政权的合法性。法国学者德尼·里歇的观点即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政治权力免受惩罚的

情形，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不仅仅是领导者，而且同样是整个政治机构失去了它们的信誉。如

果政治体制过分地保护了它的领导人，它就只能使自己更加趋向于脆弱”。①

三、结语

在苏联 70 余年的历史中，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改变、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

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看，制度供给过剩的苏联没有正确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

系: 一是苏联未能处理好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虽然制度供给过剩主要是政

治领域的问题，但是由于苏联主要是一个政治性的国家，政治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因而政治领域的问

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生活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过剩的制度也就成为政

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的阻碍性力量。一是苏联未能处理好党群、官民关系。制度的意

义在于其所具有的普遍价值，然而，苏联的制度却染上了特殊主义色彩，它主要是用来约束、管理民众

的。管得太多太滥，必然损害了民众的自主性、创造性和对制度的忠诚; 管了又管不好，则必然有损于政

府和官员的权威和形象，有损于制度的感召力、凝聚力。

党群关系的嬗变与苏联解体

韩晓燕
( 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上海 201100)

20 年来，我国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被她

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一观点强调了党群关

系的解体是苏联解体的前奏。② 笔者主要基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党群关系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探讨。

一、苏共党群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

所谓的党群关系，宏观上讲，就是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微观上讲，是指政党与组成社会的各个团

体、公民、选民以及自治性组织的关系。党群关系是世界上所有政党都必须面对和高度关注的内容。苏

共党群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方兴未艾到和谐相处、矛盾凸显到分崩离析、极度恶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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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十分重视群众作用，曾把人民群众比作大海，共产党人和党的干部只是沧海一粟。布尔什维克

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 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 60% 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

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这两个最大城市中，每 5 名士兵就有 4 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②

斯大林把人民群众比作大地母亲，把布尔什维克党比作安泰。正是因为苏共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

肉联系，以及苏共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才使得苏联能够取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

巨大成就和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诚如阿·舍斯塔科夫等在《20 世纪祖国史》中所指

出的那样，“30 年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尽管极其困难，但广大劳动群众仍然满怀激情地工作”。在卫国战

争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中，74%的人是共产党员，11% 的人是共青团员，超过 300 万的苏共党员在

战斗中牺牲。苏共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着党群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是，在斯大林中后期，苏联形成

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出现了干群关系疏离、群众利益受损的不良状况，这也可以看作

是党群关系出现了裂痕。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进行频繁的干部调动，不仅许多干部缺乏安全感，就是许多普通党员群众

也被排斥，官员腐败现象呈蔓延态势，党员权利与作用被忽视，群众极为不满，党群关系的裂痕日益明

显。这种状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尤为严重，这时，在苏联形成了一个队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

仅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特权，而且还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贪污受贿，导致党群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戈尔巴乔夫时期，恶化了的党群关系并没有得到好转，苏共被大大矮化，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先进

性丧失殆尽，已失去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影响力、凝聚力。这从如下两个方面即可以看出: 一是

大批苏共党员退党。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总路

线后，从 1989 年 1 月到 1991 年 1 月，苏共党员由 1948． 78 万人降至 1651． 61 万人，减少了 290 万人，同

时，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也呈下降趋势。如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 年有 6000 人入党，1989 年为

750 人，1990 年 81 人，1991 年仅有 4 人。到 1990 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1 /5 的车间党组织、1 /2 的

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二是由于修改宪法，苏共丧失了执政地位，同

时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1990 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

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据 1991 年初的民意调查: 苏联

政府的支持率仅有 13%，不支持率达 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 14%。

二、苏共党群关系恶化表现出来的问题

良好的党群关系是苏共执政的坚实基础，是苏共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然而，在苏共的党群

关系恶化之后，就使得它的执政基础大大地受到了削弱，甚至成为苏共败亡的根源。在这里，笔者主要

基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来考察党群关系的恶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有:

(一)党群关系的物质基础受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

党群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能否让人民群众持续过上好日子，是营造良好的党群关系的物质基

础。苏共执政后，由于实行的重工业优先，特别是军事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这就导致了农轻重比例严

重失调，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受到了严重影响。例如，1989 年在“消费品篮子”里的 1200 多种商品中，有

1050 种是短缺的; 在 221 种食品中，有 188 种实行票证供应。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

下降，1991 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三位数，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比上年上涨 1． 4 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

降 14% －26%，大约有 1 /3 － 1 /2 的居民生活处于贫困之中。① 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经济困

难越来越严重，这极大地损害了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使得广大群众对苏共的领导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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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质疑，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心。
(二)党群关系的精神基础发生动摇:信仰、信念受到质疑

在苏联，党群关系的精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

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

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出明确

的解释。”①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抛弃了马列主义群众观。改革

措施的不现实性和改革成效甚微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进而导致群众的极大不满。同时，群众对

苏共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执政方式失去信心，党群关系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走向了疏离。
(三)党群关系的组织基础脆弱:陷入混乱、松散

在苏共的各级组织实践中，党的组织生活陷入混乱。戈尔巴乔夫的干部改革导致党组织的各级干

部大范围地调动，党的各项政策不断更改，组织人员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导致整个执政局面混

乱。苏共既不能在路线方针上代表人民利益，又不能在实践中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在政

治、经济等方面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进一步使党在生活方式上、政治环境

上以及感情上彻底背离了人民群众。他们为了私己利益深陷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当中，致使民怨载道，

使人民群众对党的作风和执政能力彻底失去了信任和支持。
(四)党群关系的队伍基础:党员集体感、归属感丧失

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极大破坏，党员的基本民主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

障，不仅使得普通党员对党的政治理念失去了认同感，而且他们作为沟通人民大众的桥梁作用也难以有

效发挥; 由于监督机制缺位和惩治制度的不完善，加剧了苏共内部高级领导层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的现

象，这不仅使得苏共的形象大大受损，也使得普通党员的意义和价值无法体现，进而失去了应有的集体

感和归属感; 由于政治分歧和对党的信心的丧失，1988 年下半年苏共退党现象愈演愈烈，“1990 年全国

共有 180 万党员退出共产党 1991 年，仅前七个月，退党者猛增为 240 万人，余下的 1500 多万党员相当

多的人陷人了政治疲劳”，②苏共党员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厌倦冷漠，使得苏共的组织濒临瓦解。
(五)党群关系的异物:特权阶层、特权现象蔓延

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特权。苏联的这种

“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党群之间的隔阂。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当人民群众还并不富裕时，苏

共党内就开始出现了特权现象，干部享有高工资、特供商品、专门医院、别墅、专门学校、豪华轿车及其他

特殊服务。干部享受特权的制度，随着苏共执政的时间日久，更是名目日益繁多和制度化。与此同时，

各种腐败现象开始滋生，并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久而久之，在苏共党内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苏联的

剧变，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俄罗斯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大一部分原苏联

党政官员，成为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如美国一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费兰克·希福

德说:“( 苏联) 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③

三、结语

理论上，苏共要在保持先锋队角色的基础上，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并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平等、公正的

社会主义。这也就要求党要寓于群众之中，并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然而，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苏共

演化为一个具有高度官僚化、行政化色彩的政党，并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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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这时，人民群众也就抛弃了它。所以，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时，苏联民众表现出来的出奇的平静与

冷漠也就可以理解了。

苏维埃政权成为“套中人”的几点思考

倪稼民
(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十月革命胜利，俄国即刻确立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苏维埃政权。列宁当时对此赞赏有加:

“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

意义的一大进步。”①因为它采取了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三权分立”原则相反的、从理论和规范层面上

更能体现人民主权的“议行合一”原则。在“议行合一”体制下，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而

非多元的，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立法权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可以绝对地、无条件地领导和监督行政

权，而行政权却只能完全地无条件地服从于立法权，没有也不允许有抗衡立法权的法律地位、资格、力量

和手段。苏维埃制度，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确认。从理论架构上说，它确实体现了一种

全新的国家制度理念，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
由于没有民主传统、文盲率超过 70%，没有办法直接通过人民群众选举代表来实行管理，而只能通

过无产阶级先锋队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由此，任命制产生并被不断强化。这种做法，使得中央机构

拥有极大的权力，控制和操纵了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的事务。“先锋队”即俄共( 布) 执政党最高领导层

的作用、党对政权机构的影响急剧扩大和增强，或者说党已经覆盖了政府。
从法理上说，苏维埃是苏俄( 苏联) 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党的决议并不具有

法律效力。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党的决议，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来说，却是最

高的律令，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并要求无条件地得到执行。对此，列宁解释道: “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

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 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

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

都知道的。”列宁强调:“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②应该说，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

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列宁又对“党即苏维埃国家”的观点作了反复强调，从而为党国同构( 即党国一

体化) 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只要以整个中央的名义声明( 并论证) 以下几点就够了:……无产阶级 =
俄国共产党 = 苏维埃政权。”③这对苏联政治制度的建构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列宁去世，在经历了几年党内残酷的斗争后，开始了斯大林时代。为了加速工业化需要，更强化了

以党代政、独揽一切权力资源的体制。斯大林说: 党要“检查各管理机关的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

那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竭力保证它们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它们

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④ 卡冈诺维奇在谈到党中央机关作用时，更直白

地表达了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的观点。他说: “中央委员会不仅花时间来指导国际政策问题、国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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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而且还同时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 课本，图书馆，文学，剧院，电影院; 处理这样一

些问题，诸如: 唱片的生产，肥皂的质量等等。”①这里，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苏共对政府的领导的绝对

性、全面性、细微性和深入性及党在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性。
对此，当时就曾有过一些非常尖锐而中肯的批评。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联合

的) 在一份《致全俄罗斯公民书》中就指出:“自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

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②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活动家柯罗连科也揭示道: 党

“把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中，甚至包括原来一切顺利进行，而且一直仅由社会力量管理而无官方干预的

事务”，因为布尔什维克几乎认为，“就连小草也不能在阳光下自由生长，必须由‘政委’和他们的部下采

取措施帮助它们生长”; ③苏维埃政权被党裹挟得越来越弱化、虚化，越来越陷于“套中人”境地。
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苏共将国家政权与国家行政权力混为一体，尽管最高苏维埃在法律上是苏联

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却成了通过党的指示的表决机器; 而党则越过最高权力机关直接指挥并

亲自领导国家行政机关，使国家机构日趋萎缩，形同虚设，也使党陷于纷繁细碎的行政事务中根本无暇

顾及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的提高; 其次，由于以党代政，这种法外之权导致了权力运作的非程序化，而法

内之权又被弱化虚化，严重损害了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所谓党的领导，其重点应当放在国家权力

机关，而不是放在国家行政机关，主要是领导国家政权( 这种权力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绝对上层建筑

的) ，而不是具体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权力( 这种权力则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类似于物质性的上层建

筑) 。苏共实际上在一开始就不自觉地混淆和独揽了所有的权力，在苏维埃机关完全缺场的“议行合

一”原则，在党的机关里充分体现出来。最后，当苏联已经消除了文盲后并没有意识到或已经不愿意去

意识要培育和塑造独立的公民。所谓体现议行合一的“人民主权”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民之上，而是具

体的、独立的、鲜活的公民个体之上的人民主权。而政治民主、主权在民是必须落实到操作层面才是真

正有效的，即需要提供渠道和保障机制，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那么，谁来为这个既执掌国家权力又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苏共套上缰绳呢? 尽管，布尔什维克是通

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她认为自己理所当然代表人民执掌权力( 不管是国家权力还是行政权力) ，并

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自律。但权力这个极具腐蚀性的、没有灵魂的尤物几乎会摧毁哪怕有很强意志力

的个人预设的道德底线。事实也是如此，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者后来已经越来越不想打破高度集权于

党的局面，并将自己等同于权力。而这种权力结构，使已经具有“自我合法性”论证倾向的党进一步走

向绝对化和神圣化。④ 任何质疑这个权力和敢向其挑战的行为都被视为反党行为，都将消灭在古拉格

群岛上。与此同时，斯大林时期正式确立的干部特权制使得入党做官成为人人向往的美差，入党已经不

是因为信仰、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当干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得到更多的名利。
这个党开始远离她所代表的人民。随着特权制的发展，一个特权阶层———官僚利益集团在苏联诞生，

“因此，具有政治精神的革命就适应着这种精神的狭隘的、二重的本性，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

会上组织了一个统治阶层出来”。⑤ 马克思的话对于在 20 世纪俄国革命以后出现的极权的政治官僚集

团来说几乎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谶语。而那个控制和渗透一切的党的权力机构，用权、用名、用利以找到

更多的知识阶层的人为之鼓噪、为之歌功颂德，而任何不合作、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不是受到迫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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